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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学界关于变革型领导下属创造力之间的关系尚未达成一致，负相关、不相关、正相关的观点均存在。为深入理解二者关系，基于社会认知理论，引入创新自我效能作为中介机制，将成就导向作为边界条件，构建被调节的中介模型。以某汽车企业341名员工及其领导为研究对象，运用多元回归和Bootstrap法进行假设检验。研究结果表明，①智力激发仅与突破性创造力正相关，鼓舞性激励仅与渐进性创造力正相关，理想化影响力、个性化关怀均与突破性创造力、渐进性创造力正相关；②创新自我效能中介①中所有正相关关系；③成就导向调节创新自我效能与突破性创造力、渐进性创造力之间的正相关关系；④成就导向调节②中所有中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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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and follower creativity is inclusive. Research has shown negative, unrelated, and positive relationship among them. In order to get a further understanding, this paper bases on social cognitive theory to introduce achievement orientation as an important boundary condition and creative self-efficacy as a mediator, and constructs a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Using 314 leader-follower dyads as research objects from an automobile organization and designing a time-lagged data collection method, we test all the hypotheses via regression and Bootstrap. Results show that intellectual stimulation is only positively related to radical creativity while inspirational motivation is only positively related to incremental creativity. Idealized influence and individualized consideration are both positively related to radical creativity and incremental creativity. Creative self-efficacy not only medi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llectual stimulation and radical creativity, but also medi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spirational motivation and incremental creativity. Creative self-efficacy medi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dealized influence and radical creativity and incremental creativity. Creative self-efficacy medi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ividualized consideration and radical creativity and incremental creativity. Achievement orientation not only moderates the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creative self-efficacy and radical creativity, but also moderates the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creative self-efficacy and incremental creativity. Achievement orientation moderates all the above mentioned mediation effect. This study provides a new research perspective of understanding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and follower creativity and shows managerial implications for managers to motivate different kinds of crea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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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近年来，变革型领导与下属创造力关系的研究得到了广泛关注[1-5,8-14]，尽管在理论上变革型领导能够增加下属创造力，但实证检验结果以及元分析所得出的结论并不一致[6][7]，正相关[2][5][8]、不相关[3][9]、负相关[10][11]的情况均存在。究其原因可能有两点：一方面，变革型领导这一构念本身过于宽泛，以致于并非总会对创造力起促进作用[6]，变革型领导的不同维度对结果变量可能有不同的影响。另一方面，当把创造力作为一个整体构念进行研究时，会对创造力造成构念偏差[15]，学者们呼吁将创造力加以区分[16]。通过将创造力细分为突破性创造力(Radical Creativity) 和 渐 进 性 创 造 力(Incremental Creativity)可能更有助于我们理解某些因素对创造力的作用[17]。因此，本研究以变革型领导各维度及创造力类型为切入点，试图探索变革型领导各维度与下属突破性创造力、渐进性创造力关系的中介机制及边界条件。

创新自我效能(Creative Self-efficacy)是指个体认为自身拥有产生创造性结果的知识和技巧的信念[18]。相比于其它效能，创新自我效能因其针对的是创造性结果，会对个体创造力的预测作用更强[19]。效能感通过成功经验、观察学习、言语说服及心理唤醒四方面得以增强[20]，而变革型领导的四个维度恰能作为效能感的来源[21]。因此，本研究认为创新自我效能可能是变革型领导各维度影响突破性创造力、渐进性创造力的中介机制。此外，根据社会认知理论，个体特质会影响个体对于环境的解读和应对。而成就导向(Achievement Orientation)这一特质[22]能够对预测个体任务绩效起重要作用[23]。不同成就导向的个体，其对于从事创造性活动的内在动机不同[24]，因而可能做出不同的创造性选择。因此，本研究将探讨成就导向在创新自我效能与突破性创造力和渐进性创造力之间的调节作用，并进一步探讨可能的被调节的中介作用。
综上所述，本研究基于社会认知理论，构建变革型领导各维度与突破性创造力、渐进性创造力关系的被调节的中介模型，以探讨“变革型领导各维度是否、如何以及何时对突破性创造力和渐进性创造力产生影响”这一重要问题。
1 相关研究评述与研究假设
1.1 变革型领导与突破性创造力、渐进性创造力
学者们已对变革型领导与创造力的关系做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大量研究证实变革型领导对个体创造力具有积极作用。Shin和Zhou研究了韩国46家企业的290名员工及他们的上级，发现变革型领导能够激发员工的创造力，员工的内在动机中介二者之间的关系[2]。刘景江[12]、谢俊[13]的研究表明，变革型领导正向影响员工创造力，且员工心理授权在变革型领导和员工创造力两者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Gong采取了分时序收集数据的方式，以保险行业的职员及他们的领导为研究对象，证实了变革型领导通过影响下属的创新自我效能进而促进下属的创造力[1]。Wang首次探究了服务行业中变革型领导是否与创造力有关[4]，得出了与Shin和Zhou[2]、Gong[1]相同的结论。Gumusuoglu的研究结果表明，变革型领导对个体创造力和组织创新都有积极的作用[8]。然而，Basu和Green虽然假设了变革型领导与下属创造力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但实证研究的结果却证实变革型领导会抑制下属创造力[10]。他们认为可能的原因是，变革型领导会审查下属所提出的反常识的观点和想法，因此会引发下属对其的依赖，进而抑制下属的创造力。Eisenbeiß的实证研究结果则进一步证实了依赖(dependency)对变革型领导与创造力之间负向关系的中介作用[11]。也有部分研究表明变革型领导与创造力没有关系。Jaussi和Dionne以学生为研究对象，设计情境模拟实验，发现变革型领导和参与学生的创新绩效之间不相关[9]。Wang和Rode调查了55家企业220名职员的创造力和他们上司的变革型领导行为，结果表明二者之间不相关[3]。除以上学者的研究之外，蔡亚华[14]从压力的视角出发，探究不同形式的压力感知在变革型领导与员工创造力关系中所起的正向和负向中介作用。证实了变革型领导一方面能够通过提升下属的挑战性工作压力进而促进下属创造力，另一方面会影响下属的负荷性压力进而抑制下属创造力。 
基于以上文献回顾，可以发现现有研究对于变革型领导与创造力之间的关系尚未达成定论，这可能是因为变革型领导的各维度对创造力有不同的作用。因此，为进一步探究变革型领导对创造力的影响，本研究响应前人号召[25][26]，将变革型领导各维度进行细分，尝试分别探讨各维度产生的影响。同时，考虑到创造力是复杂且难以定义的[27],创造力的本质无法通过单一维度来准确捕捉[28]。如果将创造力细分,可能更有助于我们理解某些因素对创造力的作用[17]。因此，本研究采取Madjar对创造力的分类，分别对突破性创造力和渐进性创造力进行研究[17]。突破性创造力是指与组织现有的实践完全不同的创造力，而渐进性创造力是指对现有框架的较少改变或对现有实践或产品的少数改进的创造力[17]。以下部分将进一步阐述变革型领导各维度与突破性创造力、渐进性创造力的关系。
变革型领导指那些激励下属取得卓越成绩并且在该过程中不断开发下属领导能力的人[21]。这种领导方式通过四个维度实现：智力激发(Intellectual Stimulation)、鼓舞性激励(Inspirational Motivation)、理想化影响力(Idealized Influence)、及个性化关怀(Individualized Consideration)。
首先，变革型领导通过智力激发鼓励下属跳出思维盒子，并且为下属提供创新、自主性等方面的支持进而开发下属的探索性思维[29]。这种探索性的思维和突破性创造力有直接的联系[30]。此外，变革型领导会刺激下属用新的方式思考旧问题[31]，并且鼓励他们挑战自己原有的价值观、传统和信念[32]。突破性创造力主要侧重于新的、突破性的框架[17]，因此，个体的突破性创造力在变革型领导的智力激发下能够增强。而渐进性创造力则是在现有框架下的改进[33]，这与智力激发所注重的打破现有方式有很大不同。所以，相比于渐进性创造力，智力激发对突破性创造力的影响更强。
其次，变革型领导的鼓舞性激励行为反映了领导者增加下属集体使命感或愿景意识的能力[34]。变革型领导会鼓励下属追求集体的更高目标，并且相信他们能够实现目标[6]。变革型领导非常善于表达，他们会积极鼓励和影响自己的下属[35]。通过不断的鼓励和阐述组织愿景，下属会从宏大的视角来重新审视自己的工作，因此能够提出建设性的想法和建议[36]，帮助组织取得成功[3]。但是，下属对组织愿景有着清晰的认识，会形成对组织目标的认同[37]。这种对组织目标的认同往往是基于对组织现有的规章、程序的认同，从而可能带来更多的渐进性创造力[17]。
    与此同时，不同于智力激发与突破性创造力、鼓舞性激励与渐进性创造力之间更强的正相关关系，理想化影响力、个性化关怀对突破性创造力、渐进性创造力均有积极影响。变革型领导会把组织利益放于个人利益之前，做事遵循道德标准，展现出其理想化影响力的一面[38]。因此，变革型领导经常被视作是下属的角色榜样的来源，一方面，这种角色榜样可以是行为上的[21]，能够对突破性创造力产生更强的影响。原因在于，变革型领导通过展示自己的榜样行为，促进下属产生原创性想法和质疑过时规则的能力[21]。原创性想法往往是那些新颖的、且与历史或现有状态不同的想法，这些与突破性创造力的关系更大[15]。此外，冒风险的意愿和突破性创造力呈正相关关系[17]，受到变革型领导榜样示范作用的下属敢于承担更大的风险，勇于对过时的规则提出质疑，产生突破性创造力。另一方面，这种角色榜样也可以是特质上的，对渐进性创造力产生更强的影响。原因在于，变革型领导具有非凡的能力，毅力和决心[39],下属会认同领导者的这些能力并且向他们学习[1]。由于领导者强调组织目标会使下属将组织价值观和目标内化[40]，这种对组织的认同已被证实与渐进性创造力相关[17]。因此，理想化影响力与突破性创造力、渐进性创造力均正相关。
最后，通过给予下属鼓励和反馈，变革型领导可以实现其个性化关怀行为[21]。这种行为可以帮助下属在现有的框架下尝试新的方法[33]。因此，下属的渐进性创造力得以提升。此外，变革型领导会主动识别出个体的需要[39]，接受个体差异[1]，使用与下属特殊需要相匹配的授权方式来指导下属[41]。领导者对个体的帮助取决于他们不同的能力和需要[21]。因此，无论是突破性的颠覆还是渐进性的改进，领导者都会给予支持。根据以上论述，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a：变革型领导的智力激发和突破性创造力正相关。
假设1b：变革型领导的鼓舞性激励和渐进性创造力正相关。
假设1c：变革型领导的理想化影响力和突破性创造力、渐进性创造力均正相关。
假设1d：变革型领导的个性化关怀和突破性创造力、渐进性创造力均正相关。
1.2 创新自我效能的中介作用
创新自我效能(Creative Self-efficacy)是指个体能够产生创新成果的信念，这一概念是在自我效能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18]。自我效能主要来源于成功经验(Mastery Experiences)、观察学习(Observational Learning)、言语说服(Verbal Persuasion)、以及心理唤醒(Physiological Arousal)[20]。
首先，变革型领导通过智力激发行为鼓励下属跳出既定框架，让下属相信自己是有创造力的。这种方式的劝导往往和创新自我效能有关[18]。其次，领导者通过自己的鼓舞性激励行为描述组织的美好愿景，展现出积极乐观的一面[38]，下属会受到积极情绪的感染，进而提升自我效能感[22]。领导者也会通过提供相应的训练、鼓励下属学习与工作相关的技能来指导下属，这有助于增加下属的成功经验[42]。个体能够从成功的经验中获取正确的认知和行为能力，进而其效能也得到提高[22]。第三，变革型领导是下属的角色榜样，他们会积极地产生新颖的想法并且期待自己的下属也展现出同样的行为[43]。因此，变革型领导通过展现自己的角色榜样行为（理想化影响力），使得下属从他们那里获取策略和积极的态度以增强自己的信心[22]，下属的创新自我效能得以激发[18]。最后，领导者的个性化关怀行为会将个人的需要与偏好考虑在内，下属会感知到自己对组织的价值，从而对自己的表现更加满意与积极，这进一步增加了下属的积极情绪[42]。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变革型领导的四个维度均有助于下属创新自我效能的形成。
个体从事创造性活动时,自身的创新自我效能越高,就越有信心参与创造性活动。即便在活动中遇到挫折,也会以更乐观的方式应对,会表现出更突出的创造性行为[44]。已有研究证实了创新自我效能和创造力之间的正相关关系[1][4][45]。尽管如此，只有Jaussi和Randel的研究区分了突破性创造力和渐进性创造力，并验证了创新自我效能与它们的正相关关系[46]。依据Jaussi和Randel的观点[46]，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a：创新自我效能中介智力激发和突破性创造力之间的正相关关系。
假设2b：创新自我效能中介鼓舞性激励与渐进性创造力之间的正相关关系。
假设2c：创新自我效能中介理想化影响力与突破性创造力、渐进性创造力之间的正相关关系。
假设2d：创新自我效能中介个性化关怀与突破性创造力、渐进性创造力之间的正相关关系。
1.3 成就导向的调节作用
成就导向是指个体在挑战性和竞争性的情境下，倾向于绩效进步和取得成就的个人特质，影响着个体对情境的解读与反应[47]。高成就导向的个体倾向于寻求挑战和改进,从而增强自己的能力和技巧[48]。在富有竞争性的环境下，他们会对自己的工作有着更乐观的态度和更多的兴趣。因此，他们会投入更多的精力，保持更高的激情，期待自己取得更好的工作绩效[49]。低成就导向的个体会避免竞争的环境，他们在这种情境下会紧张、焦虑[50]。因此，他们会投入较少的精力来完成基本的工作要求[51]，对完成自己的工作有着较低的内在动机[49]。学者认为，个体对任务的投入程度会影响个体的创造力水平[52]。因此，本研究认为成就导向能够调节创新自我效能与两类创造力的关系。
具体而言，对于高成就导向的个体来说，他们会对自己的工作产生极大的兴趣，并设立挑战性目标，并且会通过寻找新的、更好的方法来提升自己的绩效，因此高成就导向的个体往往是富有创造力的[53]。当高成就导向的个体同时对自己的创新能力充满自信，此时他们更可能选择打破常规，寻求挑战性的任务[23]涌现出突破性创造力。同时，高成就导向的个体会将碰到的挑战视为机会，会力图把已知的方案中不合理的部分进行改正[54]。此时若个体的创新自我效能较强，这种对不合理内容的改进更有可能成功，从而表现出渐进性创造力。反之，对于低成就导向的个体来说，他们会倾向于避免从事困难或富有挑战的事情，因而无论对于突破性的改变还是细微改进的工作，都没有较高的信心去做。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3a：成就导向调节创新自我效能与突破性创造力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当成就导向高时，创新自我效能与突破性创造力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更强。
假设3b：成就导向调节创新自我效能与渐进性创造力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当成就导向高时，创新自我效能与渐进性创造力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更强。
综合以上论述，本研究认为，成就导向还将进一步调节创新自我效能对变革型领导维度与突破性创造力、渐进性创造力的中介作用。变革型领导的各维度通过提高创新自我效能进而产生突破性创造力、渐进性创造力。在高成就导向的影响下，个体更倾向于挑战自己，从而更可能在工作中产生突破性创造力与渐进性创造力。因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4a:成就导向调节智力激发通过创新自我效能影响突破性创造力的中介作用，即当成就导向高时，智力激发通过创新自我效能影响突破性创造力的中介作用增强。
假设4b:成就导向调节鼓舞性激励通过创新自我效能影响渐进性创造力的中介作用，即当成就导向高时，鼓舞性激励通过创新自我效能影响渐进性创造力的中介作用增强。
假设4c:成就导向调节理想化影响力通过创新自我效能影响突破性创造力的中介作用，即当成就导向高时，理想化影响力通过创新自我效能影响突破性创造力的中介作用增强。
假设4d:成就导向调节理想化影响力通过创新自我效能影响渐进性创造力的中介作用，即当成就导向高时，理想化影响力通过创新自我效能影响渐进性创造力的中介作用增强。
假设4e:成就导向调节个性化关怀通过创新自我效能影响突破性创造力的中介作用，即当成就导向高时，个性化关怀通过创新自我效能影响突破性创造力的中介作用增强。
假设4f:成就导向正向调节个性化关怀通过创新自我效能影响渐进性创造力的中介作用，即当成就导向高时，个性化关怀通过创新自我效能影响渐进性创造力的中介作用增强。
综上所述，本研究整体的理论模型如图1所示。

图1 理论模型
2 研究方法
2.1 样本和调查过程
本研究样本来自中国北方一家知名汽车企业，研究对象为该企业各部门员工。选择汽车企业员工作为调查对象的原因在于，汽车行业属于科技类制造企业，岗位类型丰富，既包含以技术创新为核心业务的研发岗和以艺术创新为工作导向的设计岗，能为本研究进行突破性创造力测量提供样本源；同时又包含生产岗，为本研究测量以流程改进、方法调整、程序创新为特征的渐进性创造力提供丰富的样本。

本研究使用两种方法减少共同方法偏差。首先，本研究采用领导—下属配对问卷的方式，由下属的直接领导评价下属的突破性创造力和渐进性创造力，由下属对自己的创新自我效能、成就导向及领导者的变革型领导行为进行评价。其次，本研究采取分时段收集数据的方法[55]，数据分三个时间点进行收集。在时间点1，我们向700名员工发放了包含变革型领导、创新自我效能、人口统计学三部分的问卷。三周后，调查人员向同一批员工发放问卷，对他们的成就导向进行测量。一个月后，调查人员让在时间点1和2都填写问卷的员工的直接领导对该员工突破性创造力和渐进性创造力进行评价。
经历三轮数据收集之后，一共得到362份配对问卷。在剔除不完整作答及不认真作答问卷后，最终得到有效样本341份，有效率为94.2%。其中，89.2%的被试为男性，所有被试的平均年龄为30.8岁，在该公司的任职时间平均为3.8年，48.1%的被试拥有本科及以上学历。

2.2测量
本研究采用国外成熟量表对各构念进行测量。在正式研究开始之前，为保证各题项意思的准确性，调查人员让三位管理学博士生对原始的英文量表进行回译[56]。所有量表均为七点李克特式，“1”代表“非常不同意”，“7”代表“非常同意”。
变革型领导。本研究采用Bass开发的多因素领导力问卷(MLQ)[43]。理想化影响力维度有八个题项，其它三个维度各有四个题项，总计二十个题项，α=0.949。维度分别是智力激发（例：“我的上级会从不同的角度来解决问题”）、鼓舞性激励（例：“我的上级会对我们实现目标给予充分的信心”）、理想化影响力特质（例：“我的上级会以成就他人的方式行动”）、理想化影响力行为（例：“我的上级会谈论他的价值观和信仰”）和个性化关怀（例：“我的上级会在教学和指导我方面花时间”）。
成就导向。本研究采用Baumann等 [57]开发的量表来测量下属的成就导向，一共有四个题项，α=0.795。典型题项包括“我通常自愿参与到困难的任务中去”。
创新自我效能。本研究使用Tierney和Farmer[18]开发的四题项量表来测量下属的创新自我效能，α=0.834。典型题项包括“我有信心能够创造性地解决问题”。
突破性创造力和渐进性创造力。本研究使用Madjar[17]开发的量表来评估下属的突破性创造力(α=0.866)和渐进性创造力(α=0.799)，各三个题项。突破性创造力的典型题项包括“（他/她）是高度创新想法的重要来源。”渐进性创造力的典型题项包括“（他/她）能够轻易地调整已有的工作过程以适应当前的工作需要”。
控制变量。为减少人口统计学变量对各相关关系的干扰，本研究控制了被试的年龄、性别（“0”为女性，“1”为男性）及受教育水平。此外，因为不同的职位往往有不同的工作内容及技能要求，对突破性创造力和渐进性创造力的需求可能不同，所以本研究设置职位这一哑变量（一共有运营、研发、设计、研发支持、研发管理、一般员工等六个不同职位，共五个哑变量）。最后，为了控制专业性对两类创造力的影响，本研究考虑了每一位员工在该组织中的工作年限。
3 研究结果
3.1验证性因子分析
本研究采用Mplus6.0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根据Medsker[58]等的建议，采用[image: image2.em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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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MSEA、CFI、TLI和[image: image4.em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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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模型的拟合情况。RMSEA值应小于0.056，越接近0越好；CFI、TLI的值应大于0.900，越接近1越好；[image: image6.emf]


χ!/df� �










大于10说明模型很不理想，小于5说明模型可以接受，小于3则说明模型较好。八因子模型（理想化影响力、鼓舞性激励、智力激发、个性化关怀、创新自我效能、突破性创造力、渐进性创造力、成就导向）的[image: image8.em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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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9, N=341) =985.904，P=0.000，RMSEA=0.053，CFI=0.932，TLI=0.923，[image: image10.em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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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各项指标均达到建议的理想标准。
此外，本研究将八因素模型同五因素模型（变革型领导、突破性创造力、渐进性创造力、创新自我效能、成就导向）、四因素模型（突破性创造力和渐进性创造力合并，创新自我效能，变革型领导、成就导向）、三因素（突破性创造力和渐进性创造力合并，变革型领导和成就导向和并，创新自我效能）、二因素（突破性创造力和渐进性创造力合并，变革型领导、成就导向和创新自我效能和并）和单因素模型（八个构念全部合并）进行了比较，结果表明其它模型的拟合度显著差于八因素模型，[image: image12.em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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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157.955（五因素模型）、166.85（四因素模型）、483.271(三因素模型)、930.725(双因素模型)、1 638.318(单因素模型)，并且P值都小于0.01。综上，八因素模型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
3.2 描述性统计和变量相关性分析

表1给出了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和相关系数。变革型领导和下属的创新自我效能、突破性创造力、渐进性创造力均正相关（相关系数和显著性分别为：r=0.378, p<0.001; r=0.130, p<0.05; r=0.131, p<0.05）。下属的创新自我效能和突破性创造力、渐进性创造力正相关（相关系数和显著性分别为：r=0.243, p<0.001; r=0.229, p<0.001）。
表1 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 年龄
	30.78
	7.80
	-
	
	
	
	
	
	
	
	
	
	
	
	
	

	2. 性别a
	0.89
	0.31
	-0.239***
	-
	
	
	
	
	
	
	
	
	
	
	
	

	3. 教育背景
	3.36
	0.93
	0.043
	-0.168**
	-
	
	
	
	
	
	
	
	
	
	
	

	4. 任职年限
	3.80
	1.47
	0.802***
	-0.176**
	-0.074
	-
	
	
	
	
	
	
	
	
	
	

	5. 职位1b
	0.68
	0.47
	-0.217***
	0.208***
	-0.581***
	-0.149**
	-
	
	
	
	
	
	
	
	
	

	6. 职位 2b
	0.04
	0.19
	-0.005
	-0.087
	0.233***
	-0.039
	-0.281***
	-
	
	
	
	
	
	
	
	

	7. 职位3b
	0.12
	0.33
	0.053
	-0.161**
	0.340***
	-0.024
	-0.543***
	-0.071
	-
	
	
	
	
	
	
	

	8. 职位4b
	0.02
	0.13
	-0.002
	-0.025
	0.164**
	-0.012
	-0.197***
	-0.026
	-0.049
	-
	
	
	
	
	
	

	9. 职位5b
	0.05
	0.21
	0.067
	-0.101
	0.211***
	0.030
	-0.326***
	-0.042
	-0.082
	-0.030
	-
	
	
	
	
	

	10. 成就导向
	5.38
	0.98
	-0.135*
	0.203***
	-0.078
	-0.080
	0.086
	0.011
	-0.018
	0.056
	-0.090
	-
	
	
	
	

	11. 变革型领导
	5.55
	0.78
	-0.202***
	0.027
	0.023
	-0.195***
	-0.003
	0.056
	0.009
	-0.053
	-0.078
	0.502***
	-
	
	
	


	12. 创新自我效能
	5.01
	0.97
	-0.121*
	0.150**
	-0.093
	-0.127*
	0.064
	-0.030 
	0.000
	0.005
	-0.033
	0.370***
	0.378***
	-
	
	

	13. 突破性创造力
14. 渐进性创造力
	5.06

5.31
	0.99

0.86
	-0.108*
-0.143**
	0.242***
0.196***
	-0.411***

-0.308***
	-0.007

-0.061
	0.401***

0.318***
	-0.235***

-0.119*
	-0.210**
-0.190***
	0.007

0.003
	-0.334***

-0.225***
	0.138*
0.125*
	0.130*

0.131*
	0.243***

0.229***
	-

0.788***
	-


注：
*为p<0.05; **为p<0.01; ***为p<0.001。性别a：女性=1，男性=0。职位b：1=运营岗，2=研发岗；3=设计岗；4=研发支持岗；5=研发管理岗。
3.3 假设检验
假设1a-1d旨在研究变革型领导各维度对突破性创造力和渐进性创造力的影响。表2模型1-4给出了回归分析的结果。模型1表明，智力激发与突破性创造力正相关（β=0.111，p=0.041），与渐进性创造力不相关（β=0.098，p=0.056）,支持假设1a。模型2表明，鼓舞性激励与突破性创造力不相关（β=0.092，p=0.084），与渐进性创造力正相关（β=0.106，p=0.035）,支持假设1b。模型3表明，理想化影响力与突破性创造力（β=0.153，p=0.008）、渐进性创造力均正相关（β=0.122，p=0.025），支持假设1c。模型4表明，个性化关怀与突破性创造力（β=0.177，p=0.001）、渐进性创造力（β=0.101，p=0.039）均正相关，支持假设1d。
表2 回归分析结果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变量
	突破性创造力
	渐进性创造力
	突破性创造力
	渐进性创造力
	突破性创造力
	渐进性创造力
	突破性创造力
	渐进性创造力
	突破性创造力
	渐进性创造力

	性别a
	0.408**
	0.274
	0.416
	0.284
	0.423*
	0.287
	0.403
	0.271
	0.293
	0.182

	年龄
	-0.017
	-0.013
	-0.017
	-0.013
	-0.015
	-0.012
	-0.014
	-0.012
	-0.017
	-0.013

	教育背景
	-0.237**
	-0.160*
	-0.241***
	-0.165**
	-0.230***
	-0.154**
	-0.224***
	-0.152**
	-0.217***
	-0.143*

	任职年限
	0.096
	0.041
	0.093
	0.039
	0.098
	0.042
	0.098
	0.040
	0.097
	0.042

	职位1b
	0.141
	0.174
	0.133
	0.173
	0.152
	0.179
	0.113
	0.146
	0.099
	0.137

	职位2b
	-0.928***
	-0.265
	-0.935***
	-0.272
	-0.918***
	-0.257
	-0.940***
	-0.273
	-0.938***
	-0.274

	职位3b
	-0.302
	-0.184
	-0.312
	-0.185
	-0.301
	-0.186
	-0.352
	-0.224
	-0.400*
	-0.265

	职位4b
	0.375
	0.328
	0.326
	0.293
	0.366
	0.313
	0.409
	0.321
	0.291
	0.249

	职位5b
	-1.210***
	-0.584
	-1.210***
	-0.569
	-1.194***
	-0.576
	-1.228***
	-0.613*
	-1.355***
	-0.700**

	智力激发
	0.111*
	0.098
	
	
	
	
	
	
	
	

	鼓舞性激励
	
	
	0.092
	0.106*
	
	
	
	
	
	

	理想化影响力
	
	
	
	
	0.153**
	0.122*
	
	
	
	

	个性化关怀
	
	
	
	
	
	
	0.177***
	0.101*
	
	

	创新自我效能
	
	
	
	
	
	
	
	
	0.158**
	0.135**

	成就导向
	
	
	
	
	
	
	
	
	0.000
	0.001

	创新自我效能*成就导向
	
	
	
	
	
	
	
	
	0.145***
	0.106*

	F
	15.378
	7.104
	15.207
	7.198
	15.800
	7.272
	16.508
	7.178
	15.757
	7.525

	R2
	0.318
	0.177
	0.315
	0.179
	0.324
	0.181
	0.333
	0.179
	0.366
	0.216


注：  *为p<0.05; **为p<0.01; ***为p<0.001。性别a：女性=1，男性=0。职位b：1=运营岗，2=研发岗；3=设计岗；4=研发支持岗；5=研发管理岗。

为检验中介效应（假设2a-2d），本研究使用Hayes开发的PROCESS[59]程序，用自助法(bootstrap)自助5000次，结果如表3所示。假设2a认为创新自我效能中介智力激发与突破性创造力之间的正相关关系。结果表明，直接效应95%的置信区间为[-0.065 8, 0.154 0]，包含0，间接效应95%的置信区间为[0.030 7, 0.114 7]，不包含0，因此创新自我效能完全中介智力激发与突破性创造力的正相关关系，假设2a成立。假设2b认为创新自我效能中介鼓舞性激励与渐进性创造力之间的正相关关系。结果表明，直接效应95%的置信区间为[-0.049 1, 0.156 5]，包含0，间接效应95%的置信区间为[0.017 9, 0.097 9]，不包含0，因此创新自我效能完全中介鼓舞性激励与渐进性创造力的正相关关系，假设2b成立。假设2c认为创新自我效能分别中介理想化影响力与突破性创造力、渐进性创造力之间的正相关关系。结果表明，当结果变量为突破性创造力时，直接效应95%的置信区间为[-0.042 1, 0.194 8]，包含0，间接效应95%的置信区间为[0.033 7, 0.132 6]，不包含0，因此创新自我效能完全中介理想化影响力与突破性创造力的正相关关系。当结果变量为渐进性创造力时，直接效应95%的置信区间为[-0.054 5, 0.171 6]，包含0，间接效应95%的置信区间为[0.022 4, 0.115 9]，不包含0，因此创新自我效能完全中介理想化影响力与渐进性创造力的正相关关系，假设2c成立。假设2d认为创新自我效能分别中介个性化关怀与突破性创造力、渐进性创造力之间的正相关关系。结果表明，当结果变量为突破性创造力时，直接效应95%的置信区间为[0.005 8, 0.218 9]，不包含0，间接效应95%的置信区间为[0.023 9, 0.117 2]，不包含0，因此创新自我效能部分中介个性化关怀与突破性创造力的正相关关系。当结果变量为渐进性创造力时，直接效应95%的置信区间为[-0.061 4, 0.142 9]，包含0，间接效应95%的置信区间为[0.021 1, 0.110 1]，不包含0，因此创新自我效能完全中介个性化关怀与渐进性创造力的正相关关系，假设2d成立。
表3  中介效应检验
	关系
	直接效应
	直接效应的95%置信区间
	间接效应
	间接效应的95%置信区间

	智力激发→创新自我效能→突破性创造力
	0.044 1
	[-0.065 8,0.154 0]
	0.066 8
	[0.030 7,0.114 7]

	鼓舞性激励→创新自我效能→渐进性创造力
	0.053 7
	[-0.049 1,0.156 5]
	0.052 5
	[0.017 9,0.097 9]

	理想化影响力→创新自我效能→突破性创造力
	0.076 3
	[-0.042 1,0.194 8]
	0.076 3
	[0.033 7,0.132 6]

	理想化影响力→创新自我效能→渐进性创造力
	0.058 6
	[-0.054 5,0.171 6]
	0.063 9
	[0.022 4,0.115 9]

	个性化关怀→创新自我效能→突破性创造力
	0.112 4
	[0.005 8,0.218 9]
	0.064 4
	[0.023 9,0.117 2]

	个性化关怀→创新自我效能→渐进性创造力
	0.040 7
	[-0.061 4,0.142 9]
	0.060 6
	[0.021 1,0.110 1]


假设3a和3b分别提出，成就导向调节创新自我效能和突破性创造力、渐进性创造力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为了验证这两个假设，首先将创新自我效能、成就导向中心化，并计算出二者的交互项。其次，将控制变量、创新自我效能、成就导向、交互项依次放入回归方程中。表2模型5表明，成就导向正向调节创新自我效能与突破性创造力之间的正相关关系（β=0.145, p=0.001），即当成就导向高时，创新自我效能与突破性创造力的正相关关系更强，调节图如图2所示。成就导向正向调节创新自我效能与渐进性创造力之间的关系的正相关关系（β=0.106, p=0.014），即当成就导向高时，创新自我效能与渐进性创造力的正相关关系更强，调节图如图3所示。因此，假设3a、3b均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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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成就导向调节创新自我效能与突破性创造力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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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成就导向调节创新自我效能与渐进性创造力之间的关系
假设4a-4f提出了被调节的中介作用，本研究采用PROCESS[59]模型14验证假设4a-4f。假设4a提出，成就导向调节创新自我效能在智力激发与突破性创造力之间的中介作用，被调节的中介作用结果显示95%的置信区间范围为[0.022 5, 0.097 7],不包括0，因此假设4a成立。假设4b提出，成就导向调节创新自我效能在鼓舞性激励与渐进性创造力之间的中介作用，被调节的中介作用结果显示95%的置信区间范围为[0.011 4, 0.078 3],不包括0，因此假设4b成立。假设4c提出，成就导向调节创新自我效能在理想化影响力与突破性创造力之间的中介作用，被调节的中介作用结果显示95%的置信区间范围为[0.027 7, 0.112 7]，不包括0，因此假设4c成立。假设4d提出，成就导向调节创新自我效能在理想化影响力与渐进性创造力之间的中介作用，被调节的中介作用结果显示95%的置信区间范围为[0.013 8,0.093 2]，不包括0，因此假设4d成立。假设4e提出，成就导向调节创新自我效能在个性化关怀与突破性创造力之间的中介作用，被调节的中介作用结果显示95%的置信区间范围为[0.024 9，0.103 8]，不包括0，因此假设4e成立。假设4f提出，成就导向调节创新自我效能在个性化关怀与渐进性创造力之间的中介作用，被调节的中介作用结果显示95%的置信区间范围为[0.011 8,0.086 7],不包括0，因此假设4f成立。
4 结论与讨论
4.1结论
本研究基于社会认知理论，通过建构被调节的中介模型，探讨变革型领导各维度对突破性创造力、渐进性创造力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①智力激发仅与突破性创造力正相关，鼓舞性激励仅与渐进性创造力正相关，理想化影响力与突破性创造力、渐进性创造力均正相关，个性化关怀与突破性创造力、渐进性创造力均正相关；②创新自我效能中介智力激发与突破性创造力之间的关系，创新自我效能中介鼓舞性激励与渐进性创造力之间的关系，创新自我效能中介理想化影响力与突破性创造力、渐进性创造力之间的关系，创新自我效能中介个性化关怀与突破性创造力、渐进性创造力之间的关系；③成就导向调节创新自我效能与突破性创造力、渐进性创造力之间的正相关关系；④成就导向调节②中所有的中介关系。
4.2 理论贡献
    本研究的理论贡献有如下三点。第一，本研究拓展了“变革型领导—创造力”关系的研究。通过展开论述变革型领导各维度对突破性创造力、渐进性创造力各有不同的作用，本研究为理解“为何变革型领导的积极作用有时无法凸显”[3]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第二，丰富了影响两类创造力的前因变量及其影响机制的研究。目前对突破性创造力和渐进性创造力的研究大部分集中于对前因变量的探索[17][33]，鲜有研究同时就某一前因变量及其中介机制进行探讨。本研究从自我效能角度分析了创新自我效能在变革型领导各维度与突破性创造力、渐进性创造力之间的作用机理，丰富了该领域的研究。第三，本研究扩展了关于成就导向的相关研究。前人主要探讨个体的成就导向对员工绩效[51][53]、员工行为[60][61]的影响，但鲜有学者探讨其对创造力的影响。本研究基于社会认知理论，验证了成就导向这一个人特质对创新自我效能与突破性创造力、渐进性创造力关系的调节作用，丰富了成就导向相关的研究，也为后续创造力研究的理论边界提供了一个可能的视角。
4.3实践贡献
组织创新是组织生存和发展的核心竞争力[62]。员工作为组织重要的人力资本，领导者会对其创新行为和创造力给予很大的关注。本研究对于领导者如何有效激发下属的两类创造力有着重要的管理启示。首先，本研究有助于员工特别是普通一线员工认识到创造力并非特指突破性这一种类型，个体可以拥有不同类型的创造力，渐进性创造力同样重要。在正式调研前，我们对生产线员工进行了访谈，发现生产线员工普遍认为创造力和他们的关系不大，他们只需按部就班地完成工作即可，创造力更多的是属于组织中的研发部门。这一误解会削弱员工积极创新的动机。如果员工能够意识到两类创造力对组织来说都是重要的[63]，但是不同职位对于创造力有不同的侧重的话，这不仅能够帮助他们建立创造性目标，还能更好地发挥其在组织中不断创新的作用。
其次，对于管理者来说，员工经过培养可以产生不同工作所要求的创造力。本研究表明变革型领导的不同维度对突破性创造力和渐进性创造力有不同的影响。因此，当工作任务更侧重突破性创造力时，领导者可以采取智力激发行为，鼓励员工跳出思维盒子，打破现有局限。而当工作任务更侧重渐进性创造力时，领导者应该经常对员工阐释组织愿景，让其产生对组织的认同感。此外，对于员工来说，个性化关怀和理想化影响力均对他们的两类创造力产生的积极影响。
最后，本研究对于员工招聘也有一些启示。不同类型的岗位对创造力的要求不同，因此人力资源部门需要进行人岗匹配。成就导向能正向促进创新自我效能与突破性创造力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因此人力资源部门可以把那些有任职资格且高成就导向的个体安排至更需要突破性创造力的岗位，而对于那些有任职资格但成就导向较低的个体来说，可以把他们安排至其它岗位。
4.4 研究不足和未来研究方向
本研究存在以下不足之处。首先，数据仅来源于一家企业，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研究结论的普适性。为了尽可能弥补这一不足，本研究收集了该企业大部分部门的数据，这样一种抽样方式能够满足我们测量两类创造力的要求。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考察该模型的外部效度。其次，根据Woodman[64]的创造力交互模型，个体因素和情境因素的交互会对创造力产生不同的影响。很多研究都关注于内在动机[2]、心理授权[65]、关系认同[5]等个人因素。这些因素会影响个体是否更有可能进行突破性创造力和渐进性创造力的活动。由于突破性创造力和渐进性创造力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因此，未来可以从上述视角展开研究以期使我们对激发两类创造力的内在机制有更丰富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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